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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腐败蔓延不断侵蚀政府能力和政权治理合法性的挑战，世界各国政府致力
于通过反腐败行动提高公众政治信任，强化政权支持。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政府通过扩大
反腐败的规模和调整反腐败对象的结构以向社会释放其打击腐败的目标和决心，因此，反
腐败的规模偏好和结构偏好就成为向公众宣传反腐绩效和警示潜在腐败分子的重要途

径。本文以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为例，综合利用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地方反腐落马官员数据集，发现两种反腐败偏好对于公众政治信任存在影响差异，并探
讨了三个中介因素的作用机制，包括公众对反腐败行动的满意度、对政府的清廉感知、对
政府权力约束能力的评价。具体而言，查处更多官员会通过上述三种机制显著提高政治
信任，查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同样会通过提高清廉感知的方式提高政治信任，但反腐败满
意度将短期内降低。公众反腐败期望满足假说有利于理解本研究的发现，随着反腐败斗
争的常态化和监察制度的完善，公众期望逐渐与之相适应，政治信任将得到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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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３年１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反腐败行动“要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时这场反腐败的一大目标是“取信于民和赢得人心”①。这一讲话明确提
出反腐败的切实手段是打“老虎”和拍“苍蝇”，目的是“取信于民和赢得人心”，即提高公众政治
信任。

“打老虎”和“拍苍蝇”这一生动论述，实际上在全媒体时代②的报道中非常常见，例如，《十
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２０１６年，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２５３．８万件
次；立案４１．３万件，增长２５％；处分４１．５万人，增长２４％，其中处分省部级干部７６人、厅局级干
部２　７８１人、县处级干部１．８万人、乡科级干部６．１万人”③。在这一小段截取的工作总结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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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数字、增长比例、干部级别等强调内容中，就典型地体现了结构偏好和规模偏好。本研究将
“打老虎”理论化为反腐败的“结构偏好”，即在反腐败行动中，在结构上着重于对高级别官员的
打击和报道，将“拍苍蝇”理论化为“规模偏好”，即在反腐败行动中，同时着重于对低级别官员的
大量打击和报道。

“打老虎”和“拍苍蝇”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策略，即在新的时期，改变反腐败的规模和结
构偏好。在党－官员－公众的三元关系中，再通过舆论宣传把这一信号传递给官员集团和公众。
通过舆论宣传，一方面可以震慑内部腐败官员，改变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在净化官员集团的同
时，改造官员集团，另一方面，对鲜有直接参与的公众发出建设廉洁政府的可信承诺，促进公众
政治信任的提高。
但是对于普通公众的政治态度，反腐败的规模和结构偏好却可能产生差异化影响。原

因在于，普通公众可能无法有效区分腐败和反腐败，可能会将腐败官员被调查当成腐败本
身④。这一“混淆论”指出，强力反腐带来的落马官员，尤其是高级别落马官员，可能带来意外
后果。
本文利用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数据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地方反腐落马官员数据集，探究

了反腐败结构偏好和规模偏好对于公众政治信任影响，以及若干机制性解释的可能性。我们发
现，两种偏好对于公众政治信任存在差异化影响，并探讨了三个中介因素的作用机制，包括公众
对反腐败行动的满意度、对政府的清廉感知、对政府权力约束能力的评价。具体而言，查处更多
官员会通过上述三种机制显著提高政治信任，查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同样会通过提高清廉感知
的方式提高政治信任，但反腐败满意度将短期内降低。原因在于虽然过去一个时期腐败形势严
峻，但查处的地方政府高级别官员级别和数量仍然超出了公众预期，这一史无前例的反腐败行
动对于公众预期的重塑需要时间，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短短３年尚不足以平衡公众长期形成的期望
与如火如荼的反腐败实践。但反腐败走向标本兼治，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将促
成公众期望与反腐败实际相适应，政治信任将得到持续提升。

二、文 献 与 理 论

（一）转型国家反腐败的深刻动因：绩效合法性依赖
关于腐败后果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虽然有效腐败理论⑤曾经占据一席之地，但目前研究

者也已经承认，有效腐败理论仅仅在政府治理缺失或低效的国家中能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
增长⑥。腐败的有害性得到了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证明。
在经济方面，腐败会直接侵蚀经济的长期增长。腐败造成私人部门人力资本错配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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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扩张的速度⑧、减弱对产权的保护和技术的转移⑨，这些都使得私人部门从事生产性活动的
激励减弱瑏瑠。特别地，对于后发国家依赖投资的状况，高度腐败的投资环境首先就会减少外商
直接投资规模瑏瑡，也会降低外来援助的使用效率瑏瑢，这些都造成了外来投资规模有限瑏瑣。
同时腐败对政府和社会的各方面都存在负面效应。就政府而言，腐败维持了过度的政府规

模瑏瑤、扭曲的支出结构瑏瑥和低效的公共投资分配瑏瑦。对社会而言，腐败的环境本身使得公众更倾
向于腐败瑏瑧，产生恶性循环，腐败还与社会不平等瑏瑨、非法治化（ｍｉｓ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相关，最终造成公
众对政府能力的怀疑瑏瑩以及政治信任的匮乏。
因而，无论是在民主还是非民主的国家，无论是拥有怎样文化背景的国家，都面临着反腐败

的长期任务。对于转型国家，这一选项更为常见，而根源在于他们对绩效合法性的依赖。
中国作为转型国家，越来越依赖于绩效合法性瑐瑠。传统权威、程序、意识形态等合法性来源

在当代中国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实际上，众多转型国家都逐渐演变为绩效合法性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为基础的模式瑐瑡。道德绩效、经济绩效和对国家利益
的维护是绩效合法性的三大来源瑐瑢，由于腐败本身就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加之腐败对经济增长
的负面影响，因而官员腐败对道德绩效和经济绩效都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反腐败成为

１０１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Ｓａｒｔｅ　Ｐ　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Ｇｒｏｗｔ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４６（１）：１７３－１９７；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Ｊ．Ｅｉｇｈ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５，１９（３）：１９－４２．
Ｎｏｒｔｈ　Ｄ　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Ｍｏ　Ｐ　Ｈ．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９（１）：６６－７９．
Ｗｅｉ　Ｓ，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Ｊ］．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０００
（２）：３０３－３４６；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Ｌ，Ｇｅｒｌａｇｈ　Ｒ．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
Ｋｙｋｌｏｓ，２００４，５７（３）：４２９－４５６．
Ｒｏｓｓ　Ｄ　Ｃ，Ｈａｒｍｓｅｎ　Ｒ　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２００１．
Ｍａｕｒｏ　Ｐ．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Ｊ］．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５，１１０（３）：６８１－７１２．
Ｔａｎｚｉ　Ｖ，Ｄａｖｏｏｄｉ　Ｈ．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Ｇｕｐｔａ　Ｓ，Ｄｅ　Ｍｅｌｌｏ　Ｌ，Ｓｈａｒａｎ　Ｒ．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１，１７（４）：７４９－７７７．
Ｂａｌｄａｃｃｉ　Ｅ，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Ｇｕｐｔａ　Ｓ，ｅｔ　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３６（８）：１３１７－１３４１．
Ｓｈａｒａｆｕｔｄｉｎｏｖａ　Ｇ．Ｗｈ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Ｓｉｄ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４２（２）：１４７－１６６；Ｃｏｒｂａｃｈｏ　Ａ，Ｇｉｎｇｅｒｉｃｈ　Ｄ　Ｗ，Ｏｌｉｖｅｒｏｓ　Ｖ，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６０（４）：１０７７－１０９２．
Ｕｓｌａｎｅｒ　Ｅ　Ｍ．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Ｔｈｅ　Ｂｕｌｇｉｎｇ　Ｐｏｃｋｅｔ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Ｅａｓｙ　Ｌｉｆｅ［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Ｃａｉｌｌｉｅｒ　Ｊ．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ｒｕ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ｔｓ［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０，３８（５）：１０１５－１０３５．
Ｚｈａｏ　Ｄ．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２００９，５３（３）：４１６－４３３．
Ｚｈａｏ　Ｄ．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２００９，５３（３）：４１６－４３３．
Ｚｈａｏ　Ｄ．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２８卷

维护政权的常用选项。有学者证明当经济绩效不佳时，国家会提高反腐败的力度瑐瑣。
除了维系绩效合法性以外，反腐败在转型国家还有其他动因，主要是腐败控制和回应民意。

根据透明国际的报告，转型国家大多与高度的腐败相伴，统治者总是期望降低腐败水平。腐败会
像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引发社会抗议，危及政治稳定瑐瑤，因而回应这种社会关切有利于纾解公众不
满。一个腐败的官员在民主社会其支持度会降低瑐瑥，在转型国家，查处腐败官员很难引发民众反弹。
综上所述，在绩效合法性依赖的深刻背景下，转型国家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反腐败。
（二）反腐败与政治信任
无论是在所谓民主国家还是转型国家，腐败对公众政治信任的腐蚀效应（ｔｒｕｓｔ－ｅｒｏ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广泛确认瑐瑦。自然而然，既然腐败腐蚀
政治信任，那么反腐败应当是提高政治信任的利器。事实上，反腐败行动在腐败状况相对严重
的所谓转型国家中，是抗击腐败、扩大政权合法性来源、维系政治稳定的常用选项瑐瑧。在中国，
仅仅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就曾经出现至少５次反腐败运动瑐瑨。但是这些运动式的反腐败治理最
终无法消灭腐败，反而由于转型期暴露出的制度缺陷，而使得腐败形势更为严峻。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反腐败力度和决心都史无前例，大量官员被查处。
新近的一些探讨反腐败对清廉感知、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的研究尚未达到一致。其中关键

的问题在于，反腐败导致的落马官员增加，公众需要对两个维度的变化进行评价，腐败状况是不
是比预想地更加严重，反腐败力度加大是不是取得了自身的认可。如果公众专注于是前者，公
众的政治态度会恶化，如果专注于后者，则可能改善。例如，有些学者指出反腐败力度加大不仅
不会提高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反而导致公众清廉感知水平下降瑐瑩，公众对中央地方政府清廉
感知也存在差序格局，并且腐败案件的曝光会导致公众出现对中央清廉感知的负面评价瑑瑠。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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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程远，等　反腐败与政治信任：结构偏好与规模偏好的影响差异

有学者指出反腐败的确提高了公众的政治支持，特别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支持瑑瑡。不过这种积极
作用可能存在滞后瑑瑢。另外反腐败对于公众政治支持的提高与公众对反腐败行动本身目的的
认识息息相关瑑瑣。那么，更加精细的研究就应当尝试对反腐败本身进行解构，本文就以此为基
础，对反腐败的结构偏好和规模偏好进行了区分。

（三）反腐败的舆论宣传：结构偏好与规模偏好并存
反腐败行动的直接目标是打击官僚集团内部的腐败行为，向公众发出建设廉洁政府的信

号，以兑现这一可信承诺，提高政权合法性。在党－官员－公众这一“三元”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作
为一个行动者，实现反腐败目标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反腐败的舆论宣传。
反腐败行动中，宣传动员、舆论引导是辅助性的必备工具，通过媒体大规模宣传塑造，在社

会上形成反腐的舆论优势，从而使得反腐败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包括震慑内部腐败官员和提
高民众政治信任。一方面，公众只能通过大众传媒获取反腐败绩效的信息，鲜有直接参与者，反
腐败报道有利于展示党的反腐败决心，另一方面，政府内部的腐败官员也同样受到大众传媒的
框架化效应，大量曝光的腐败案件，切实改变了官员行动的成本收益，能够产生震慑作用。因
而，可以说，只要是记录在案的反腐败行动，都免不了舆论宣传的动员。
在舆论宣传中，什么样的新闻具有传播学价值。新闻价值（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ｎｅｗｓ）理论提出了１２

大因素瑑瑤，而高级别官员的腐败查处信息符合其中４点，包括出乎意料性（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精
英人物性（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ｅｌｉ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具体人物性（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ｓ）、负面性（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由此高级别官员的腐败查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就不足为奇。宣传引导
如何才能让人信服，议程设置（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理论指出，增加特定议题的报道就可以影响公
众瑑瑥。因而，反腐败宣传中，高级别官员腐败、众多低级别官员落马信息成为常态。
正如引言中典型的工作总结呈现的，反腐败呈现出结构和规模的双重偏好。这一点不仅符

合反腐败本身查处官员群体的结构性特征，也符合宣传舆论中的传播学特征。
但是，反腐败的结构偏好和规模偏好对于公众政治信任的作用却可能存在差异。在心理学

研究中，需要与满足理论广为人知，亨廷顿用这一理论解释了经济增长与政权不稳定的关系瑑瑦。
他指出，经济增长与社会动员之间的不匹配造成的社会挫折感和不满足感会引发政治不稳定。
实际上，人们对于符合预期的发展，会表现出较为平静地接受。但是一旦超出个人的预期，例
如，突击查处大量官员，有可能因为超出民众预期，反而对公众政治信任造成损害。对于中国而
言，存在着公众对中央政治信任高，而对地方政治信任低的差序政治信任格局瑑瑧。民众相信高
级别官员是清廉的，因而，突然查处大量官员可能会对公众政治信任造成损害。已经有研究证
明公众对中央地方政府清廉感知存在差序格局，并且腐败案件的曝光会导致公众出现对中央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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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２８卷

廉感知的负面评价瑑瑨。另外，反腐败力度加大可能导致公众清廉感知水平下降瑑瑩。
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反腐败的规模偏好提高公众政治信任；
Ｈ２：反腐败的结构偏好降低公众政治信任。
（四）反腐败影响公众政治信任的机制———绩效满意度、清廉感知与制度能力
上文提及，腐败对于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会产生负面结果，这些都会对政治信任产生负面

影响。反腐败也是如此，其本身执行的质量、执行的效果，对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的良性作用，都
会反映在公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中，因而关系复杂。就直接的短期影响而言，反腐败行动对公
众个人政治信任的影响来源包括，对政策本身的评价，即绩效满意度，对腐败形势认知的修正，
即清廉感知，对政府制度能力认知的改善，即制度能力评价。
绩效满意度即反腐败的政策满意度，是对反腐败行动产生的各方面影响的一个总体评估，

是反腐败行动作用于公众的最直接结果。政策绩效也是公众政治信任的最主要来源瑒瑠，绩效也
被证明在腐败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调节效应瑒瑡。反腐败中，人们根据获取的反腐败信息，首先
产生对反腐败行动本身，诸如反腐败工作绩效、反腐败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评价，另外反腐败行动
也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影响，最终反映为公众对反腐败行动的满意度评价。倪星和孙宗锋从
文化（腐败容忍度）、绩效（反腐败满意度）、信息（受贿与行贿经历）三个方面分析了反腐败力度
影响清廉感知程度的作用机制瑒瑢。其分析框架指出，反腐败仅直接作用于绩效机制，而文化和
信息机制独立于反腐败行动，通过影响绩效评价最终作用于清廉感知。
清廉感知和制度能力评价是反腐败行动下，公众对政府公务人员和政府本身反腐败能力的

评价，是反腐败行动期望直接改善的对象。清廉感知即公众对腐败形势的判断，是对社会总体，
尤其是其中的公职人员腐败水平的综合评价，反腐败行动可能通过改善公众对政府内部人的信
任而提高政治信任。制度能力评价即公众对政府反腐败意愿及反腐败制度建设的评价，反腐败
行动可能通过改善公众对政府反腐败制度的信任而提高政治信任。两者对应于公众对公务人
员个人的自我约束能力和制度的约束能力的评价，也会直接受到反腐败行动的影响。清廉感知
对政治信任的积极作用广为人知瑒瑣，但是对于反腐败制度本身的评价研究中还鲜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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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地方反腐落马官员数据集。２０１５

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中，本研究专门设计了公众腐败认知、反腐败评价和公众信任等与本研究
相关的问题。该调查由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设计，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在
２０１５年６—８月执行。调查采用“ＧＰＳ辅助的区域抽样”与分层多阶段相结合的方法来随机抽
取样本瑒瑤，以有效解决传统户籍抽样中普遍存在的难以覆盖流动人口、户籍资料不精确、人户分
离等问题。这项调查覆盖２４个省级单位，４５个城市，４９个城市区级单位，实际抽取符合调查资
格的样本５　５２５个，完成样本３　５１３个，有效完成率为６３．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地方反腐落马官员数据集基于腾讯网新闻频道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发布的“纪
委你好，干得漂亮”页面制作瑒瑥。腾讯新闻为呈现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巨大成效，独家策划并采
集了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各级纪检司法部门在互联网公开发布的腐败
官员信息。该数据集包括了科级到部级的１９　３４４名各级涉腐党政干部资料。本研究从中选取
了涉及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中４９个城市区级单位的落马官员数据，并剔除了２０１５年６
月之后的数据。

（二）变量
公众政治信任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利用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中两道问题进行测量，

“请问您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选项从１至４分别是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
任和不信任。其中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为９１．５８％，而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地
方政府的比例为７７．１３％，显示差序政治信任存在。本研究利用主成分法提取公众政治信任变
量（α＝０．７７５）。
反腐败的规模偏好和结构偏好是本研究关心的自变量。对于规模偏好，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地方反腐落马官员数据集各区级单位涉腐党政干部总量进行测量。最多的区，
公开资料表明最多有１６名官员落马。对于结构偏好，通过反腐败中是否有在任书记或市长落
马进行测量。根据４９个区级单位以及所属的４５个城市单位是否有在任书记或市长落马，分别
构建了区级结构偏好和市级结构偏好两个变量，有落马编码为１，否则为０。调查涉及４９个区
中，共有５个区有现任区委书记或区长落马，占比１０．２％，在城市层面，共有７个城市有现任市
委书记或市长落马，占比１４．３％。
中介变量包括公众反腐败满意度、公众政府反腐能力评价、公众清廉感知三个变量。首先，

在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中，“请问您对本市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程度”一题来测量公众
反腐败满意度，选项１至４分别是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不满意。结果是选择“非常满
意”和“比较满意”的公众比例为６２．６５％。另外，调查中，受访者还被要求评估政府“约束党政
官员行为的能力”，选项１至４分别是非常强、比较强、比较弱、非常弱，本研究将这一问题作为
公众政府反腐能力评价的测量。结果是选择“非常强”和“比较强”的公众比例为４４．５５％。最
后，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评估６大类各级政府干部中“涉及腐败问题的范围有多大”，包括地方
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官员、国有企业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警察／税务等执法人员和法官／检
察官，选项从１至４分别为几乎没有、不太普遍、比较普遍、非常普遍。描述性统计表明，公众认

１０５

瑒瑤

瑒瑥

Ｌａｎｄｒｙ　Ｐ　Ｆ，Ｓｈｅｎ　Ｍ．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Ｂｉ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５，１３（１）：１－２２．
参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ｚｔ２０１６／ｆａｎｆｕ＿ｃｃｄ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需使用移动设备，登录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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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在比较普遍和非常普遍腐败问题的群体依次是地方政府官员（７６．５８％）、国有企业领导
（７０．６８％）、警察／税务等执法人员（６６．６４％）、法官／检察官（５９．１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５７．
５％）、中央政府官员（５４．５７％）。由于该组问题具有一定敏感性，最高有２３．９％的缺失值，但是
所有受访者均在该组问题中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本研究利用等级项目反应理论（ｇｒａｄｅｄ　ｉ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构建公众清廉感知变量（α＝０．９１６）瑒瑦。
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数、党员身份、城乡划分、工

作情况、婚姻状况。由于公众对反腐败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媒体，因而本研究也控制了传统媒介
信息、网络媒介信息，以及互联网使用变量。在２０１５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主
要通过哪些渠道了解国内外大事”，选项包括官方报纸、电视台、杂志３类传统媒介，以及互联网
门户网站和互联网社交平台２类网络媒介，选中任意传统或网络媒介的一项编码为１，否则为
０，分别构建传统媒介信息、网络媒介信息变量。互联网使用变量来源于受访者“是否使用过互
联网”，“是”编码为１，“否”编码为０。最后纳入了与相关的腐败信息关注和腐败经历变量，问卷
中询问了受访者“您在互联网上经常发表／转发下列哪些方面的信息”，其中包括“贪污腐败案
件”，选中编码为１，否则为０，对于腐败经历，问卷询问了“有没有为了办事向政府官员送礼”，
“有”编码为１，否则编码为０。
由于缺失值较少，删去所有变量存在缺失的个案，剩余３　３４９个样本，最终的描述性统计见

表１。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公众政治信任 ３，３４９　 ０　 １ －３．４２９　 １．３８９

中央政府信任 ３，３４９　 ３．２６８　 ０．６３８　 １　 ４

地方政府信任 ３，３４９　 ２．９８０　 ０．７４６　 １　 ４

自变量

落马官员数 ３，３４９　 ３．８４３　 ３．８８７　 ０　 １６

区级一把手落马 ３，３４９　 ０．１０８　 ０．３１０　 ０　 １

市级一把手落马 ３，３４９　 ０．１４９　 ０．３５６　 ０　 １

中介变量

反腐败满意度 ３，３４９　 ２．６９３　 ０．８３２　 １　 ４

政府权力约束能力评价 ３，３４９　 ２．３７８　 ０．８２９　 １　 ４

清廉感知 ３，３４９　 ０．００３　 ０．８７７ －１．８９３　 ２．６９８

控制变量

男性 ３，３４９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０　 １

１０６

瑒瑦 Ｚｈｅｎｇ　Ｘ，Ｒａｂｅ－Ｈｅｓｋｅｔｈ　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ｏｕｓ　ａｎｄ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Ｉｔｅ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Ｇｌｌａｍｍ［Ｊ］．Ｔｈｅ　Ｓｔ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７（３）：３１３－３３３；季程远，王衡，顾昕．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
行为的限度［Ｊ］．社会，２０１６，３６（０５）：６４－８７；Ｊｉ　Ｃ，Ｊｉａｎｇ　Ｊ．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Ｏｎｅ－Ｐａｒｔｙ　Ｒｕｌ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９，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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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３，３４９　 ４３．１５９　 １５．０２６　 １８　 ７０

受教育年限 ３，３４９　 １０．６６１　 ４．２２２　 ０　 ２５

城市户口 ３，３４９　 ０．６７４　 ０．４６９　 ０　 １

工作 ３，３４９　 ０．６１０　 ０．４８８　 ０　 １

党员 ３，３４９　 ０．１１７　 ０．３２２　 ０　 １

已婚 ３，３４９　 ０．７８２　 ０．４１３　 ０　 １

传统媒介信息 ３，３４９　 ０．８４１　 ０．３６６　 ０　 １

网络媒介信息 ３，３４９　 ０．４０４　 ０．４９１　 ０　 １

互联网使用 ３，３４９　 ０．６１４　 ０．４８７　 ０　 １

腐败信息关注 ３，３４９　 ０．１１６　 ０．３２０　 ０　 １

腐败经历 ３，３４９　 ０．１２３　 ０．３２８　 ０　 １

　　（三）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公众政治信任，自变量为反腐败的规模偏好和结构偏好。由于公众个人

的政治信任是隐藏的，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渠道获得公众政治信任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信息，因
而十八大以来由中央政府发起的反腐败不会根据公众政治信任而选择性执行，本研究相信自变
量和因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反向因果关系。本研究的估计方程如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ｒｕｓｔ＝α＋β＊Ｓｃａｌｅ＋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θ＊Ｘ＋γ＋ε

其中，β和τ是反腐败规模偏好和结构偏好的系数，也就是本研究关心的未知参数。α是截
距项，Ｘ 是一组控制变量，θ为控制变量系数，γ为省份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
中介分析一般采用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完成，通过事后计算可以得到某个中介变量的

中介效应及其显著性水平，一般为Ｓｏｂｅｌ检验瑒瑧。但是近年来因果推断（ｃａｓｕ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领域
的高速发展将中介分析纳入到了这一框架体系中，发展出了因果中介分析方法（ｃａｓｕ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瑒瑨。本研究将在中介分析中使用该方法，但是由于干预变量只支持二分类变
量，对于连续型变量，依然使用传统方法完成。

四、结　　果

（一）反腐败与公众政府信任：规模偏好与结构偏好的影响
表２呈现了反腐败规模偏好与结构偏好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１为基本

模型，加入了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以及省份固定因素，模型２在此基础上加入区级政府落马官员

１０７

瑒瑧

瑒瑨

Ｓｏｂｅｌ　Ｍ　Ｅ．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２，１３：２９０－３１２；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Ｋ　Ｊ，Ｈａｙｅｓ　Ａ　Ｆ．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Ｊ］．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８，４０
（３）：８７９－８９１．
Ｉｍａｉ　Ｋ，Ｋｅｅｌｅ　Ｌ，Ｔｉｎｇｌｅｙ　Ｄ．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０１０，１５（４）：３０９－３３４；Ｉｍａｉ　Ｋ，Ｋｅｅｌｅ　Ｌ，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５（１）：５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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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的变量，以考察反腐败规模偏好对于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模型３和模型４分别加入区级
和市级政府是否有一把手落马的变量。最后模型５为最终模型，纳入所有变量。

表２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规模偏好

落马官员数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结构偏好

区级一把手落马 －０．２３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３）

市级一把手落马 －０．３０８＊＊＊ －０．２９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控制变量

男性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年龄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城市户口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工作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党员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２）

已婚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传统媒介信息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网络媒介信息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互联网使用 －０．２３１＊＊＊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７＊＊＊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腐败信息关注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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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腐败经历 －０．２２０＊＊＊ －０．１９６＊＊＊ －０．２２０＊＊＊ －０．２１５＊＊＊ －０．１９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截距项 －０．５０４＊＊ －０．５７１＊＊＊ －０．４１５＊＊ －０．５２１＊＊＊ －０．５１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６）

样本量 ３　３４９　 ３　３４９　 ３　３４９　 ３　３４９　 ３　３４９

调整的Ｒ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２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８　 ０．１７８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模型１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年老者、党员、使用传统媒介获取信息的公众，与更
高的政治信任显著相关，有腐败经历、互联网使用者与更低的政治信任显著相关，腐败经历的结
果与之前研究一致瑒瑩。模型２－模型４逐步加入规模偏好和结构偏好的相应变量，结果显示，规
模偏好对于公众政治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２中系数为０．０３４，模型５中为０．０３２。而
结构偏好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区级一把手落马的系数为－０．２３１，最终模型中为－０．１７７，市
级一把手落马系数则分别为－０．３０８和－０．２９６。模型５的最终结果表明，控制其他因素后，当
地每落马一名官员，公众政治信任提高０．０３２分，而区级一把手如有落马，公众政治信任下降
０．１７７分，市级一把手如有落马的影响更大，公众政治信任下降０．２９６分。查处区级“老虎”对
公众政治信任的负向影响，约等同于查处５．５（０．１７７／０．０３２）位区级“苍蝇”，而查处市级“老虎”
对公众政治信任的负向影响约等同于查处９．３（０．２９６／０．０３２）位区级“苍蝇”。
概括而言，这一部分主要发现：首先，反腐败的规模偏好会提高公众的政治信任，而结构

偏好显著降低公众政治信任。其次，查处更高级别的“老虎”带来对公众政治信任的更
大冲击。

（二）反腐败和公众政治信任关系的中介原因
我们认为反腐败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公民的政治信任，我们进一步检验的三条路径包括公

众反腐败满意度、清廉感知、公众对政府约束官员能力的评价。中介分析有助于考察反腐败的
结构偏好和规模偏好对于公众政治信任产生差异影响的机制原因。三个变量与公众政治信任
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３呈现了中介分析结果。落马官员数为自变量时，由于因果中介分析并不支持干预变量

为连续变量的情形，本研究使用传统中介分析方法，并汇报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Ｓｏｂｅｌ检验表明，３
个中介变量在落马官员数对公众政治信任的正面作用中都起到了显著中介效应，系数分别为
０．００８、０．００６、０．００５，均在１％显著性水平显著。换句话说，反腐败中落马官员的数量会通过显
著提高反腐败满意度、显著提高清廉感知、显著提高政府约束官员能力评价的路径，最终提高公
众的政治信任。三者的中介效应比例相加可以贡献规模偏好对公众政治信任正效应解释力的
５４．７％（０．２２０＋０．１８７＋０．１３９）。

１０９

瑒瑩 倪星，孙宗锋．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于 Ｇ省的实证分析［Ｊ］．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５
（１）：７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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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反腐败规模偏好和结构偏好对公众政治信任的中介分析

自变量 中介变量 反腐败满意度 清廉感知 政府权力约束能力评价

落马官员数

间接效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直接效应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总效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中介效应比例 ０．２２０　 ０．１８７　 ０．１３９

区级
一把手落马

平均因果中介效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

直接效应 －０．２０７ －０．２５０ －０．２１５

总效应 －０．２３１ －０．２３１ －０．２３１

中介效应比例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０

市级
一把手落马

平均因果中介效应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０

直接效应 －０．２５７ －０．３４２ －０．３２７

总效应 －０．３０８ －０．３０８ －０．３０８

中介效应比例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４

　　注：结果基于１　０００次准贝叶斯蒙特卡洛模拟。＋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以区级一把手落马为干预变量，因果中介分析表明，仅有清廉感知的因果中介效应在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且方向为正，即查处区级一把手会通过提高公众清廉感知的方式提高公众
政治信任，但是０．０１９的正效应与直接效应相比过小，总效应仍然高达－０．２３１，即无法改变查
处区级一把手降低公众信任的关系。以市级一把手落马为干预变量时，结果一致，清廉感知的
因果中介效应仍然显著，且方向为正，正效应还有提高。存在差别的地方是，反腐败满意度的因
果中介效应从－０．０２３变为－０．０５１，且变为５％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表明查处市级一把手没有
起到提高公众政治信任的效果，反而因此显著降低了公众政治信任，且这一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比例为１６．４％。
进一步分析反腐败结构效应对公众差序政治信任的中介影响，我们将公众政治信任拆分为

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其他分析保持不变，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４　反腐败结构偏好对公众中央和地方政治信任的中介分析

干预变量 中介变量
反腐败满意度 清廉感知 政府权力约束能力评价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区级一把手落马

平均因果中介效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直接效应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９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４

总效应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７

中介效应比例 ０．０７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５

市级一把手落马

平均因果中介效应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直接效应 －０．２０５ －０．１０８ －０．２４８ －０．１７３ －０．２３８ －０．１６４

总效应 －０．２２９ －０．１４８ －０．２２９ －０．１４８ －０．２２９ －０．１４８

中介效应比例 ０．１０５　 ０．２７１ －０．０８３ －０．１６６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５

　　注：结果基于１　０００次准贝叶斯蒙特卡洛模拟。＋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１１０



季程远，等　反腐败与政治信任：结构偏好与规模偏好的影响差异

结果表明，中介变量作用的显著性没有变化。聚焦于反腐败满意度在市级一把手落马对于
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由于问卷询问的是对“本市政府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因而这一结果符
合预期，对本市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更高，比例达２７．１％，也就是说，查处市级一把
手的反腐败结构偏好对于地方政治信任的负效应，反腐败满意度的变化可以解释２７．１％的变
异。同时，对于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地方反腐败工作满意度也存在中介效应，虽然比例降至
１０．５％，仍然体现出溢出效应，即公众将对地方反腐败工作的不满归因至中央政府。
以上关于反腐败为何能够影响公众政治信任的分析，有３点发现：首先，公众清廉感知起关

键的中介作用，反腐败行动通过提高公众清廉感知的方式，显著提高了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的政治信任。其次，规模偏好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清廉感知、政府约束官员能力的评价
都有显著提高，最终这些中介因素都有利于政治信任的提高。最后，比较查处区级一把手和市
级一把手两个变量，一个关键的差别是，查处区级一把手与公众反腐败满意度无关，而查处市级
一把手则显著降低了公众对地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并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存在溢出，会伤害
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
需要强调的是，只有查处市级一把手反而通过降低反腐败满意度的路径，降低了公众政治

信任，这一违背常识的发现，正与理论部分提到的亨廷顿的解释一致。由于超出常识，查处市级
一把手已经提高了公众在反腐败中的期望，导致了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不满，并因此累及政治
信任。

五、结 论 与 讨 论

本文利用２０１５年城市治理调查数据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地方反腐落马官员数据集，分析了反
腐败的结构偏好和规模偏好对于公众政治信任的差异化影响。在过去一个时期，反腐败的规模
偏好通过提高公众反腐败工作满意度，改善公众清廉感知，提高公众对政府约束能力的评价的
方式提高了公众的政治信任。然而，反腐败的结构偏好降低了公众的政治信任，这表明中国共
产党在反腐败领域显示的坚强决心，查处大量高级官员显示的壮士断腕的勇气，使得公众仍然
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一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特别是重塑对反腐败的政治期望。这一解释与亨
廷顿对经济增长与政权不稳定的关系的解释类似。公众的预期与实际的政治现实必须相适
应瑓瑠。因而，扎实推进反腐败制度建设，提高透明度，促进公众预期的适应，以及持续推进反腐
败，满足和回应公众期望，是反腐败工作推向深入的必由之路。
其次，本研究发现反腐败的规模偏好和结构偏好都提高了公众的清廉感知，有力地驳斥了

既有研究对反腐败与腐败感知之间存在“混淆论”关系瑓瑡。公众肯定当前的反腐败行动，社会风
气的好转切实反映在因为官员落马而带来的人们清廉感知的好转中，公众并不会将腐败官员被
调查当成腐败本身。
最后，查处地方小吏在反腐败行动中意义重大，本文发现反腐败的规模通过所有中介变量

对政治信任发挥着正面作用，表明公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清廉感知，政府约束官员能力的评
价，都因为反腐败规模的扩大而有所改善，并对政治信任起良性作用。因而，身边的腐败和对身
边腐败的查处和宣传，贴近公众切身感知，纾解了差序政治信任格局中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公
众获得感更多，有百益而无一害。
本研究结合反腐败大数据和调查数据，初步揭示了反腐败行动与公众政治信任之间的复杂

１１１

瑓瑠

瑓瑡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Ｓ　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Ｍ］．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
孙宗锋，杨丽天晴．“打老虎”如何影响公众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广东省的准实验研究［Ｊ］．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１６（３）：８９－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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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但截面数据的局限性、因果推断方法特别是处理连续型变量的因果中介模型对于本研究
未来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空间，计算社会科学等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更多发现瑓瑢。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Ｉ　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ＭＥＮＧ　Ｔｉａｎｇｕ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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